
中文参考译文 � 美杰华咨询 | 移事通科技 1

原文第 1 页 � 中文译文

引用为 28 I&N Dec. 330 (BIA 2021) 

临时决定 #4023

O-R-E- 案，被申请人 

 

2021年7月21日裁定 

 

美国司法部 

移民审查执行办公室 

移民上诉委员会 

 

 

(1) 移民法官和委员会无权在驱逐程序中承认衡平法上的怠于行使权利抗辩（laches）。 

 

(2) 被申请人在其《难民分类登记表》（Form I-590）及支持文件上就其姓名、居住地点、离开卢旺达的

时间以及政治组织成员身份所作的故意虚假陈述，属于《移民与国籍法》第212(a)(6)(C)(i)条、8 U.S.C. 

§ 1182(a)(6)(C)(i) (2018) 所指的“重大”事项，因此依据该法第237(a)(1)(A)条、8 U.S.C. § 1227(a)(1)(A) 

(2018)，他可被驱逐。 

 

(3) 证据表明，被申请人下令、煽动、协助或以其他方式参与了卢旺达种族灭绝，且其未提供足够的相反

证据以证明其不属于该法第212(a)(3)(E)(ii)条规定的种族灭绝禁止条款的适用范围。 

 

被申请人代理律师：Matthew Lytle Benson, Esquire，俄亥俄州辛辛那提 

 

国土安全部代理律师：Colleen A. Peppard，助理首席法律顾问 

 

审理法官：委员会合议庭：MALPHRUS，副首席上诉移民法官；CREPPY 和 PETTY，上诉移民法官。 

 

PETTY，上诉移民法官： 

 

 

 

被申请人为卢旺达国民和公民，于1996年作为难民获准进入美国。国土安全部（“DHS”）认为被申请

人虚假陈述了某些个人细节，从而掩盖了其在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中所扮演的角色，遂于2019年对其启

动驱逐程序。一名移民法官认定被申请人可被驱逐，因其在入境时不可入境，并认定被申请人未能证明

其有资格获得任何形式的驱逐救济或保护，遂命令将其驱逐至卢旺达。经审查未发现错误，本院将驳回

被申请人的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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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决定 #4023

I. 事实背景

应诉人（respondent）在1994年种族灭绝期间逃离卢旺达。导致种族灭绝的内战始于1990年代初，但却是

数十年冲突的最终结果。虽然族裔分类的起源存在一些争议，但卢旺达人口在近代被划分为三个族裔群

体：胡图族、图西族和特瓦族。60年前，占多数的胡图族推翻了比利时支持的图西族君主制，在卢旺达

建立了共和国。许多图西族人流亡国外，包括在乌干达，卢旺达爱国阵线（“RPF”）即在那里成立。

RPF的准军事分支于1990年入侵卢旺达。在一系列武装交战之后，RPF与胡图族主导的全国共和民主运动

（以其法语首字母缩写MRND著称）于1993年达成《阿鲁沙协定》，允许RPF参与卢旺达治理。这一安排

遭到MRND强硬派的反对，他们试图剥夺RPF在政府中的任何角色。

最终，强硬派与支持《阿鲁沙协定》的MRND温和派成员分裂。1994年4月6日，一架载有卢旺达总统兼

MRND领导人Juvénal Habyarimana的飞机被击落。MRND强硬派立即控制了卢旺达政府，并在基加利设

置路障以识别图西族人。卢旺达军队——此时已由强硬派控制——与RPF作战，而由MRND组织的名为

Interahamwe的民兵对图西族平民实施了种族灭绝。种族灭绝一直持续到1994年7月，RPF对MRND取得军

事胜利。到那时，已有750,000至1百万卢旺达人被杀，包括卢旺达图西族人口的四分之三。参见 generally 

Munyakazi v. Lynch, 829 F.3d 291, 293 (4th Cir. 2016)（提供卢旺达种族灭绝的历史背景）。

应诉人于1996年6月18日作为难民被接纳进入美国。在其《难民分类登记表》（Form I-590）中，应诉人宣

誓称他于1994年4月12日前后与妻子逃离卢旺达，因为其妻子是图西族人，受到Interahamwe的威胁。他声

称其女儿于1994年6月4日出生在扎伊尔。Form I-590要求应诉人列出“我现在是或曾经是成员、或自我16

岁生日以来现在或曾经与之有关联的[政]治、专业或社会组织。”该表格还指示应诉人，如果他从未“是

任何组织的成员，请填写‘无’。”在其表格上，应诉人写了“无”。在随附的履历信息（Form G-325C）

中，应诉人被要求列出所有使用过的其他姓名。他写了“Roger”。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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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2月，被申请人依据《移民与国籍法》第209(b)条、8 U.S.C. § 1159(b) (1994) 申请调整身份。 

 

大约同一时期，卢旺达有数人致信国务院，指称被申请人参与了种族灭绝。但直到很久之后，政府调查

才真正开始。两名政府官员于2009年9月前往卢旺达，在6天内与16人进行了交谈，并在此后不久完成了调

查报告。所有接受访谈的人都以与被申请人在其Form I-590上所列不同的姓氏认识被申请人，除两人外，

其余人均能在照片阵列中辨认出他。大多数接受访谈者还表示，被申请人在基加利Gisozi区被称为“总统

”或“委员”1，或是当地MRND或Interahamwe的领导人。一人表示，他自小就认识被申请人，他们是邻

居。此人还表示，在他担任Interahamwe成员期间，他从被申请人处接受命令，命令包括应杀害的图西族

人名单，并被指示不得将尸体留在街上以免被摄像机拍到。数人指出，被申请人指挥了在St. Famille教堂

对图西族人的谋杀，最终有超过150人在那里被杀。调查人员还与被申请人的前配偶进行了交谈，她确认

被申请人通常以与Form I-590上所列不同的姓氏为人所知，且他是MRND成员。另一位朋友也确认被申请

人是MRND成员。 

 

在被申请人在美国期间，卢旺达就其种族灭绝期间的行为缺席举行了gacaca法院2程序。被申请人被指控

“担任Interahamwe主席以及MRND主席。他会批准杀人和饶恕，并收到已完成活动的报告”，且“他就

是那个会发出应死者名单的人”。法院记录显示，法院听取了众多证人的证词，并点名确认了12名被申

请人直接参与杀害的个人。gacaca程序表明，被申请人在种族灭绝期间是MRND成员并与Interahamwe民兵

有关联。2007年，gacaca法院认定

1 在卢旺达用法中，“委员”一词指一个区的行政官员。

2 “由于种族灭绝期间发生的暴力规模巨大，卢旺达社区被赋予起诉大量种族灭绝肇事者的任务。卢旺达

社区利用了一套由地方运营的法院系统，称为‘gacaca法院’，来监督起诉工作。” United States v. 

Ngombwa, No. 14-CR-123-LRR, 2017 WL 508208, at *4 (N.D. Iowa Feb. 7, 2017), aff’d, 893 F.3d 546 (8th Ci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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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被申请人“就那些本应死亡的人提供指示”和“监督和控制种族灭绝”罪名成立，并判处其30年监

禁。移民法官根据专家证言认定，由于被申请人的定罪系缺席审判作出，若其返回卢旺达，将有权获得

重新审判。

非政府组织（“NGO”）African Rights发布了一份30页的报告，详细说明了其自行对被申请人行为的调查

，并得出结论认为，被申请人是Gisozi地区的MRND负责人，且作为MRND负责人，他向Gisozi地区

Interahamwe负责人Isa�e Ntirushwa下达了命令。African Rights声称采访了20多名目击证人，包括由被申请

人武装并听命于被申请人的Interahamwe成员。该报告详细描述了被申请人在1994年4月6日之前组织和武

装Interahamwe的活动，以及其在1994年4月7日Habyarimana总统遇刺后立即开展的活动。除其他具体事件

外，报告称被申请人下令谋杀了Gisozi地区图西族领袖Alfred Rutaysire，并酷刑折磨一名叫Musonera的男子。

后来，被申请人下令设置路障，并建立了“laissez-passer”（通行证）许可制度，该制度在便利胡图族通

过路障通行方面“比政府的身份证更重要”，同时剥夺了其他人的行动自由。

2019年6月5日，DHS否决了被申请人的调整身份申请，并将其置于遣返程序中，指控其根据《移民与国籍

法》第237(a)(1)(A)条，8 U.S.C. § 1227(a)(1)(A) (2018)，作为在入境时不可入境的外国人而可被遣返，依

据包括《移民与国籍法》第212(a)(6)(C)(i)条，8 U.S.C. § 1182(a)(6)(C)(i) (2018)在内的条款，理由是对重

大事实的欺诈或故意虚假陈述。3 DHS后来修改了事实指控，并追加了一项指控，即其根据《移民与国籍

法》第212(a)(7)(A)(i)(I)条，作为未持有有效入境文件的移民，在入境时不可入境。他根据《移民与国籍

法》第208(b)(1)(A)条，8 U.S.C. § 1158(b)(1)(A) (2018)申请庇护，根据《移民与国籍法》第241(b)(3)(A)条

，8 U.S.C. § 1231(b)(3)(A) (2018)申请禁止遣返，以及根据实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条例申请保护，该公约于1984年12月10日通过并开放供签署，G.A. Res. 39/46, 39 

U.N. GAOR Supp. No. 51, at 197, U.N. Doc. A/RES/39/708 (1984)（1987年6月26日生效；对美国于1988年4月18

日生效）（“《禁止酷刑公约》”）。他还请求移民法官复审对其申请的否决

3 DHS还指控其根据《移民与国籍法》第212(a)(7)(B)(i)(II)条，作为缺乏有效入境文件的非移民，在入境

时不可入境，但该指控后来被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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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移民与国籍法》第209条申请调整身份，并同时根据第209(a)条、(c)条和第237(a)(1)(H)条申请豁免

其不可入境事由。

被申请人承认，他在I-590表格上就1994年4月至7月期间的居住地点以及其女儿的出生地虚假陈述了信息。

他作证称，他在5月或6月被迫离开住所，但一直留在Kigali直至1994年7月。他作证称，他在上学期间约有

2个月被称为“Roger”。他承认，他在卢旺达因公务目的使用了与I-590表格所列不同的姓氏，并且在职

业上以该另一姓氏为人所知。他解释说，他在移民文书上提供了一个中间名首字母，并声称没有人要求

他拼出其中间名，该中间名与他在卢旺达为人所知的姓氏相同。当被问及其图西族妻子如何能够通过政

府路障时，被申请人未作回应。

被申请人否认曾在卢旺达加入任何政党、参加过MRND会议或在Kigali见过任何路障。他否认参与种族灭

绝。他作证称，卢旺达的证人向政府调查人员提供的实质性信息均不属实。他声称，所有证人均因贪婪

和仇恨、为取悦调查人员或为保住工作而提供虚假陈述。或者，被申请人推测，陈述可能被误译或由翻

译人员编造。他还质疑某些证人观察所涉事件的能力。当被问及他在被迫离开住所后住在Kigali何处时，

被申请人未作回应。然而，他承认，由于判断力差，他在I-590表格上填写了不正确的离开卢旺达日期。

他认为，其较晚的离境日期会使人们推断他参与了种族灭绝。被申请人还承认，他就其女儿的出生地点

误导了庇护官员，以使其与其所声称的（但已承认虚假的）离开卢旺达日期相符。当被问及他是否出于

同样原因在其难民文书中省略了他在卢旺达通常为人所知的姓氏时，被申请人未作回应。自抵达美国以

来，被申请人一直积极参与卢旺达组织，并直言不讳地反对现任政府。

四名证人为DHS作证。除两名政府调查人员外，DHS还提供了伦敦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Phil Clark博士的

证言，作为关于卢旺达种族灭绝历史及司法制度的专家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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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种族灭绝的制度。4 DHS还提供了Todd Gardner的证言，他是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难民、庇护和国

际事务处代理分处处长。被申请人未质疑DHS任何证人的可信度，事实上在某些方面依赖Clark博士和

Gardner先生的证言，但他对Clark博士关于gacaca法庭制度公平性的评估提出异议。

两名证人为被申请人作证。被申请人的第一名证人作证称，她不知道被申请人的政治派别，也从未知道

他的姓氏，从未见过他伤害任何人，并认为Gisozi地区MRND的领导人是另一个人。第二名证人作证称，

他于1990年来到美国，此后未返回卢旺达。因此，他对被申请人1994年在卢旺达的活动没有第一手了解。

移民法官维持了可遣返指控，认定DHS以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履行了其举证责任。移民法官认定被申

请人不具可信度，且其知情并参与了卢旺达种族灭绝。基于这一不利可信度认定，以及被申请人未能证

明其不属于《移民与国籍法》第208(b)(2)(A)(i)条和第241(b)(3)(B)(i)条规定的迫害者禁令范围，移民法官

否决了被申请人根据《移民与国籍法》和《禁止酷刑公约》提出的庇护和禁止遣返申请。移民法官还认

定，被申请人下令、煽动、协助或以其他方式参与了以法律名义实施的种族灭绝、酷刑或法外处决，致

使根据《移民与国籍法》第212(a)(3)(E)(ii)条和(iii)条其不可入境，因而无资格根据第209(a)条、(c)条或第

237(a)(1)(H)条结合豁免申请调整身份。或者，移民法官基于案情实质否决了被申请人的庇护和禁止遣返

申请。最后，移民法官在认定被申请人未能证明其在卢旺达可能遭受酷刑后，否决了被申请人根据《禁

止酷刑公约》提出的暂缓遣返申请。

4 Clark博士认为，非政府组织African Rights在过去5至10年中与现任Kagame政权关系更为密切。因此，其

近期的一些出版物反映了更强的政治倾向，而早期工作偏见较少，并包含了一些关于种族灭绝及其后果

的重要文献。移民法官完全采信了Clark博士的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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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讨论

A. 及时性

作为初步事项，被申请人主张，国土安全部（DHS）本应被禁止对其提起驱逐程序，因为从政府调查开

始到驱逐程序启动之间已过去二十多年。被申请人将此主张建立在衡平法上的迟延抗辩原则（laches）之

上，并错误地将其框定为第五修正案下的程序性正当程序权利。我们驳回此主张。5

我们通常认为，我们缺乏权力承认衡平法上的抗辩，该抗辩将“阻止[国土安全部]采取其依 statute 和 

regulation 有权追求的合法行动方案。”Matter of United Airlines Flight UA802, 22 I&N Dec. 777, 783 (BIA 1999)

（引用 Matter of Hernandez-Puente, 20 I&N Dec. 335, 338 (BIA 1991)）。此外，我们适用这一一般原则时不

考虑面前程序的形式。见 Matter of United Airlines Flight UA802, 22 I&N Dec. at 783（承运人罚款程序）；

Matter of Hernandez-Puente, 20 I&N Dec. at 338（撤销程序）；另见 Matter of Sparrow, 20 I&N Dec. 920, 

923–24 (BIA 1994)（在律师纪律程序中驳回 laches 抗辩，理由是 laches“通常不得在政府为执行公共权利

或保护公共利益而行动时对其援引”）。

迟延抗辩原则——一种基于提起诉讼时存在偏见性延迟的抗辩——“由衡平法院发展而来。”Petrella v. 

Metro-Goldwyn-Mayer, Inc., 572 U.S. 663, 667, 678 (2014)。然而，我们是“行政机构”，而非衡平法院。

Matter of Cerda Reyes, 26 I&N Dec. 528, 528 n.3 (BIA 2015)；另见 Grupo Mexicano de Desarrollo, S.A. v. All. 

Bond Fund, Inc., 527 U.S. 308, 318 (1999)（指出建立第三条法院的1789年《司法法》

5 尽管被申请人提及第六修正案的对质条款，但他未就此提出论证。因此，我们认为该问题已被放弃。见

 Matter of R-A-M-, 25 I&N Dec. 657, 658 n.2 (BIA 2012)。被申请人还主张，移民法官在未给予被申请人回应

机会的情况下批准国土安全部2020年3月18日的紧急重新考虑动议存在错误。然而，被申请人未实质性质

疑国土安全部的立场，即移民法官的初始决定遗漏了对必要法律问题的讨论并错误引用了 statute。因此，

我们得出结论，该所称错误至多是无害的。见 Japarkulova v. Holder, 615 F.3d 696, 701 (6th Cir. 2010)（指出

当没有“理由相信⋯⋯发回重审可能导致不同结果”时，错误是无害的（引用省略））；Matter of 

S-O-G- & F-D-B-, 27 I&N Dec. 462, 467 n.2 (A.G. 2018)（指出不损害被申请人的笔误是无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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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联邦法院对‘所有⋯⋯衡平法诉讼’的管辖权”（引用省略）。在此，国土安全部实施了《法案

》下其启动驱逐程序的合法权力。我们未被授予任何权力阻止该合法行为。见 Matter of United Airlines 

Flight UA802, 22 I&N Dec. at 783；Matter of Hernandez-Puente, 20 I&N Dec. at 338。因为延迟不“足以禁止政

府执行国会对此国居住所施加的条件”，INS v. Miranda, 459 U.S. 14, 18 (1982)（per curiam），我们驳回被

申请人的 laches 抗辩。

除 laches 外，被申请人还主张，启动程序的延迟侵犯了其第五修正案下的正当程序权利。具体而言，被申

请人主张，时间的流逝使准备进入证据的调查报告的探员记忆模糊，这使得交叉询问不如原本可能的那

样有用。他还抱怨调查报告包含传闻中的传闻，暗示访谈“发生在极其可疑的情况下”，并声称他无法

与探员访谈的证人当面对质或交叉询问。最后，被申请人暗示国土安全部未能以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

履行其证明他可被驱逐的举证责任，因为其调查的很大一部分依赖于在被申请人缺席的 gacaca 法庭程序

中所提出的证据，或被申请人主张“缺乏适当翻译证明”或包含难以辨认或不完整文件的证物。

要在正当程序主张中胜诉，被申请人必须证明程序缺乏基本公正性且他因此受到偏见。见 

Montanez-Gonzalez v. Holder, 780 F.3d 720, 723–24 (6th Cir. 2015)。国土安全部书面证据的采纳并未使程序

根本不公平。若任何文件符合传闻定义且不落入传闻例外——我们拒绝进行此类分析——则已确立的是

，传闻规则在移民程序中不具有约束力。见 Matter of D-R- (“D-R- I”), 25 I&N Dec. 445, 461 (BIA 2011)（

“传闻在移民程序中可采纳，如果其可靠且具有证明力。”），因其他理由撤销，Radojkovic v. Holder, 

599 F. App’x 646 (9th Cir. 2015)；另见 N.L.A. v. Holder, 744 F.3d 425, 436 (7th Cir. 2014)。移民法官在采纳和

考虑相关且具有证明力的证据方面拥有广泛自由裁量权。见 Dallo v. INS, 765 F.2d 581, 586 (6th Cir. 1985)；

另见 Matter of D-R- I, 25 I&N Dec. at 458（“在移民程序中，‘采纳证据的唯一检验标准是证据是否具有证

明力及其采纳是否基本公正。’”（引用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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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试图证明与发生在多年前且距驱逐听证会举行地数千英里之外的事件相关的事实所固有的困难”

，“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只能通过多层传闻来弥合的空白。”Angov v. Lynch, 788 F.3d 893, 908 (9th Cir. 2015)。

证据标准灵活性的需要对被申请人而言至少同样迫切，因为“庇护申请人为支持其案件而提交的几乎每

一件证据，若受证据规则约束，尤其是有关传闻的规则，都将不可采纳。”Id. 正如第九巡回法院所指出

，“迫害者几乎不可能向其受害者提供证明其迫害行为的宣誓书。”Bolanos-Hernandez v. INS, 767 F.2d 

1277, 1285 (9th Cir. 1984)。

在此，移民法官正确认定国土安全部的证据可靠、相关、具有证明力，且其使用基本公正，尤其是考虑

到被申请人不可信的证词。见 Matter of D-R- I, 25 I&N Dec. at 461。6 部分证据源自被申请人缺席的 gacaca 

法庭审判这一事实本身并不使证据不可靠。与被申请人的主张相反，不存在禁止将缺席审判的事实、由

此产生的定罪或与该程序相关的记录采纳为证据的规定。见 Matter of Thomas, 21 I&N Dec. 20, 24–25 (BIA 

1995)（指出缺席定罪“至少可以构成相信[个人]犯有所涉罪行的合理根据”（引用 Esposito v. INS, 936 

F.2d 911, 914–15 (7th Cir. 1991)））。移民法官未赋予定罪本身任何法律效力。因此，我们未发现正当程

序违反。

最后，我们未被被申请人关于移民法官对其有偏见的的主张所说服，因为我们仔细审查了记录并得出结

论，移民法官进行了公正的听证，既未表现出对任何一方立场的偏好，也未表现出偏见。见 Matter of 

Fedorenko, 19 I&N Dec. 57, 72–73 (BIA 1984)，因其他理由被 Negusie v. Holder, 555 U.S. 511 (2009) 废止。被

申请人关于移民法官忽视对其有利证据的主张同样无效。记录表明，移民法官考虑了双方提交的所有证

据，无论是否在决定中明确提及。

6 事实认定者可以认定证词的传闻性质影响其证明力，但传闻性质并不排除其采纳。Matter of D-R- I, 25 

I&N Dec. at 461。此处的移民法官认定证据可靠且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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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驱逐可能性

根据第237(a)(1)(A)条，受访者因入境时不可入境而具有驱逐可能性，这取决于他是否在I-590表格及支持

文件上故意对重要事实作出虚假陈述。基于以下理由，我们认定受访者故意虚假陈述了其姓名、离开卢

旺达的时间、其声称逃离期间居住的地点以及其MRND成员身份。我们对这些虚假陈述的重要性进行重

新审查。见United States v. Stelmokas, 100 F.3d 302, 317 (3d Cir. 1996)；另见Matter of D-R-（“D-R- II”），

27 I&N Dec. 105, 108–09, 112–13 (BIA 2017)（在不可入境语境下适用Kungys v. United States, 485 U.S. 759 

(1988)中“自然倾向”的重要性定义——但不适用“合理推断”标准）。7

在其I-590表格上，受访者使用了他受洗时采用的名字、一个中间名首字母以及其父亲的名字。在要求填

写所有其他使用过的姓名的部分，受访者提供了“Roger”这一名字，据他解释，这是在学校时有人给他

起的绰号，使用了大约2个月。他没有列出他在卢旺达普遍为人所知的姓氏，他在其简报中将其描述为“

他的名字”。受访者指出，他之所以在I-590表格上使用其父亲的名字，是因为他是其父亲的长子。受访

者后来承认，他未能在其难民申请中列入他出生时被赋予的、为人所知的、受雇时使用的、在学校注册

时使用的以及卢旺达其他人通常用来指称他的姓氏。我们承认受访者列出了一个中间名首字母，该首字

母可能代表他在卢旺达为人所知的姓氏，但在一个明确要求列出所有其他姓名的表格上未完整列出这一

其他姓氏构成虚假陈述。受访者知道他在卢旺达以这一其他姓氏为人所知。列出“Roger”——一个受访

者仅在童年短暂使用过的绰号——支持移民法官的认定，即受访者故意隐瞒了他在卢旺达普遍为人所知

的姓氏，因为这表明他理解所提问题的全面性质。

身份是获得救济资格所依据的事实基石。虚假陈述一个人的身份对救济申请和免于驱逐的保护具有重要

性，因为它损害了裁决者探查

7 重要性不是“若非”检验。United States v. Latchin, 554 F.3d 709, 713 (7th Cir. 2009)（指出Kungys案中

Stevens大法官赞成此种方法的立场仅得到另外两位大法官的认同）；另见United States v. Ahmed, 735 F. 

App'x 863, 869–70 (6th Cir. 2018)。因此，DHS只需证明该虚假陈述“能够影响”裁决者。Matter of D-R- 

II, 27 I&N Dec. at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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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具有潜在取消资格性质或与酌情权行使相关的过往行为的能力。它损害了裁决者调查潜在相关过往

行为的能力，因为它使裁决者无法看清所涉过往行为属于何人。见Matter of D-R- II, 27 I&N Dec. at 113（指

出虚假陈述如果“倾向于切断”与可入境性相关的“调查线索”且“可预见地会披露”与资格相关的“

其他事实”，则具有“重要性”）。如果受访者披露了他在卢旺达普遍为人所知的姓氏，裁决者可能会

调查他是否就是那个被怀疑（后来被指控并定罪）在Gisozi附近地区种族灭绝中发挥领导作用的人。因此

，受访者未能列出其一生中几乎所有用途上为人所知的姓氏具有重要性。

受访者还在I-590表格上写道，他于1994年4月12日流离失所或逃离卢旺达。受访者承认这是一项虚假陈述。

在《不可入境理由豁免申请》（I-601表格）上，受访者写道：“我承认我在我的难民申请及1996年提交

的随附G-325A表格中就我女儿的出生地以及1994年4月至7月期间我的居住地虚假陈述了信息。”受访者

进一步作证称，这一虚假陈述源于“缺乏良好判断力”。他同样表示，他声称女儿出生在扎伊尔而非卢

旺达“是因为我们想与⋯⋯流离失所相匹配”。

关于受访者于1994年4月12日离开卢旺达的声称，如果被相信，将使他免于被视为该日期之后在卢旺达发

生的任何种族灭绝行为的参与者。1994年4月6日种族灭绝开始至1994年4月11日期间，仅有约20,000名图西

族人和温和派胡图族人被杀害。最终，在1994年4月6日至1994年7月底期间，有750,000至1百万人被谋杀。

因此，受访者离开的日期“具有自然倾向”影响裁决者，因为他提供的日期表明他在国外，因而与超过

97%的杀戮行为无关。关于受访者女儿出生地的支持性虚假陈述同样具有重要性。事实上，它不仅具有影

响裁决者的自然倾向，而且据受访者称，它实际上就是为此目的而计算的。

I-590表格还要求受访者披露其自16岁生日以来曾隶属的所有政治、专业和社会组织。受访者写道“无”。

移民法官根据政府的调查、非洲权利报告以及在gacaca审判中提供的证词认定，受访者是MRND的成员。

这一认定不存在明显错误，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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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未能披露其成员身份因此构成虚假陈述。

这一虚假陈述同样具有重要性，因为它切断了调查受访者个人参与特定已知事件的线索，如果受访者个

人参与其中，可能导致丧失移民福利资格。Matter of D-R- I, 25 I&N Dec. at 450–51（“受访者在难民申请

中故意遗漏其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是塞族共和国特别警察这一事实，可能影响政府是否给予其难民身份

的决定。”）。在此，MRND控制着实施种族灭绝的Interahamwe。因此，受访者未能披露其与MRND的

隶属关系切断了关于其参与种族灭绝的调查线索。见Matter of D-R- II, 27 I&N Dec. at 113。基于这些理由，

我们维持移民法官关于受访者如所指控具有驱逐可能性的结论。

C. 救济和免于驱逐的保护

移民法官的不利可信度认定使受访者无法确立其获得庇护和禁止驱逐的资格。我们进一步认定，证据表

明受访者受《法案》下种族灭绝条款的限制，且受访者的证据未能证明其不受这一强制性条款的限制。

因此，受访者被排除于所有形式的救济和免于驱逐的保护之外，但《禁止酷刑公约》下的推迟驱逐除外。

我们还将行使酌情权拒绝调整身份和所有豁免。最后，移民法官正确认定受访者未能确立其获得《禁止

酷刑公约》下推迟驱逐的资格。

1. 不利可信度认定

真实的证词是庇护程序的基石。我们已经解释，移民法庭系统“没有比”为在本国面临迫害或酷刑的人

“提供保护更庄严的职责”。Matter of O-M-O-, 28 I&N Dec. 191, 197 (BIA 2021)。虚假声称“可能使人们对

合法声称的有效性产生怀疑”并“削弱”对整个系统的“信心”。Id. at 198（引用Matter of 

Gomez-Beltran, 26 I&N Dec. 765, 768 (BIA 2016)）；另见Singh v. Holder, 643 F.3d 1178, 1182 (9th Cir. 2011)；

Martinez v. Holder, 557 F.3d 1059, 1065 (9th Ci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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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维持移民法官的不利可信性认定，因为它并非明显错误。参见8 C.F.R. § 1003.1(d)(3)(i)；Matter of 

J-Y-C-，24 I&N Dec. 260, 263 (BIA 2007)；另见El-Moussa v. Holder，569 F.3d 250, 255 (6th Cir. 2009)（指出法

院在“可信性问题”上应尊重移民法官）。移民法官的认定适当基于respondent的证词与书面证据之间的

不一致和遗漏，以及其证词的不合理性。参见该法第241(b)(3)(C)条（通过引用纳入该法第

208(b)(1)(B)(iii)条）；另见该法第240(c)(4)(C)条，8 U.S.C. § 1229a(c)(4)(C) (2018)；El-Moussa，569 F.3d 

at 256；Matter of J-Y-C-，24 I&N Dec. at 265。

如前所述，respondent在Form I-590上列出了其童年绰号，却未列出其通常为人所知的姓氏。respondent未

能合理解释为何在难民申请中列入童年绰号却遗漏该姓氏。respondent还作证称其最后一次在卢旺达是

1994年7月，但他在Form I-590上称其于1994年4月12日离开该国。respondent后来承认，他写错日期是因为

缺乏良好判断力，并且认为他人会因其较晚离开卢旺达而推断其参与种族灭绝。respondent声称移民法官

未考虑其证词的背景或依赖了不重要的事实，我们对此不予采信。

此外，移民法官适当认定respondent关于其本人及其家庭在卢旺达种族灭绝期间个人情况的叙述不合理。

参见Wang v. Lynch，824 F.3d 587, 591 (6th Cir. 2016)（规定“[申请人]故事要素的固有不合理性”可证明不

利可信性认定正当）。respondent无法清晰说明其本人及其家庭在种族灭绝期间做了什么、住在哪里、其

怀孕的图西族妻子如何安全通过路障，或为何在种族灭绝开始后仍在卢旺达逗留如此之久。相反，

respondent几乎否认了Government约谈的16名证人提供的每一项信息，并试图攻击数名证人的可信性，却

无证据支持其主张。移民法官认定以下情况不合理：Government约谈的证人、在gacaca审判中作证的证人

以及1997年致国务院信件的个人均独立提供了针对respondent的虚假或错误证词。参见United States v. 

Munyenyezi，781 F.3d 532, 538 (1st Cir. 2015)（驳回关于证人感知和可信性的几乎相同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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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法官还认定respondent的以下主张不合理：尽管他在种族灭绝几乎整个期间都在基加利，却从未见过

任何路障。参见Hachem v. Holder，656 F.3d 430, 434–35 (6th Cir. 2011)（维持不利可信性认定，其中移民

法官考虑了申请人在申请中和听证会上陈述的简短、其经历缺乏细节、举止以及不合理的陈述）。种族

灭绝期间系统协调使用路障识别图西族人的做法已有充分记录，并得到移民法官面前专家证词的确认。

一致参见Munyenyezi，781 F.3d at 535（“每天约有7,000名卢旺达人死亡，通常是在为抓捕逃亡图西族人而

设置的路障处被挥舞砍刀的Interahamwes屠杀。”）。

移民法官还认定respondent“在回答时回避，经常不回应所问问题，并多次对Court和Department表现出好

斗态度。”8 respondent未对这些认定提出异议。相反，他对移民法官的不利可信性认定提出两项质疑。

他主张证据表明其本人及其证人可信，且移民法官未考虑三份据称记录其抵达美国以来政治活动的证据。

两项主张均无依据。

移民法官认定respondent的两名证人的证词缺乏可信性。特别是，记录中包含一封2014年据称由第一名证

人撰写的支持respondent的信件。当面对该信件时，第一名证人否认曾撰写该信，尽管她确认了信件底部

的签名。她随后作证称，她可能只是签了名而未撰写该信。此外，第一名证人的证词与其本人的难民申

请在1994年4月离开卢旺达家中后在酒店逗留天数方面不一致。她未对这些不一致提供充分解释。

移民法官还适当认定respondent的第二名证人不具可信性。虽然该证人作证称他是卢旺达MRND成员，但

其入籍申请（Form N-400）中未包含其隶属关系。此外，虽然第二名证人

8 我们不宜基于respondent或证人的举止对移民法官的认定进行事后质疑。音量、语调、节奏、长时间停

顿、面部表情、肢体语言以及其他表明证人已失去虚构主张头绪或已被发现虚假陈述的非语言迹象，在

记录转录中往往丢失。参见，例如，Abdulahad v. Holder，581 F.3d 290, 295 (6th Cir. 2009)。因此，基于举

止的可信性认定通常获得高度尊重。Matter of A-S-，21 I&N Dec. 1106, 1111 (BIA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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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证称只有他和他父亲是MRND成员，但其庇护申请所附个人陈述称众多大家庭成员是MRND成员，他

们遭到酷刑和谋杀。该证人未对这些不一致和重大遗漏提供合理解释。

不利可信性认定是事实认定，我们的审查限于明显错误。根据该标准，我们仅决定移民法官的认定在证

据面前是否被允许。参见Matter of J-Y-C-，24 I&N Dec. at 263；另见U.S. Bank Nat’l Ass’n ex rel. 

CWCapital Asset Mgmt. LLC v. Village at Lakeridge, LLC，138 S. Ct. 960, 966 (2018)（将事实认定的明显错误标

准描述为“对[事实认定者]的严重倾斜”）。由于移民法官的不利可信性认定得到记录支持，故并非明显

错误。9

因此，我们同意移民法官的意见，即respondent及其两名证人的可信性缺失使其无法满足庇护和禁止遣返

的举证责任。参见8 C.F.R. §§ 1208.13(a), 1208.16(b) (2020)；Slyusar v. Holder，740 F.3d 1068, 1072 (6th Cir. 

2014)（“不利可信性认定对庇护和免于遣返救济的申请是致命的，使此类申请无法按其是非曲直审理。

”）；Matter of M-S-，21 I&N Dec. 125, 129 (BIA 1995)（同上）。在上诉中，respondent未指出任何证据证

明其有资格获得庇护，无论基于何种理由，且独立于其被否定的证词。因此，我们基于移民法官的不利

可信性认定，维持驳回respondent根据该法提出的庇护和禁止遣返申请。

2. 种族灭绝禁止条款

respondent还被禁止获得一切形式的救济和免于遣返保护，但暂缓遣返除外，因为他受制于

9 respondent还暗示移民法官未考虑证明其抵达美国以来政治活动的支持信。移民法官在其结论中确实未

提及该证据，该结论称respondent“仅依赖其本人和[一名证人]的不可信证词来支持其政治活动”。然而

，移民法官的不利可信性认定基于respondent的举止及其在卢旺达所声称行为的不可理性。respondent在

美国的活动对移民法官的不利可信性认定并不重要。因此，我们认定此方面的任何错误均属无害。无论

如何，respondent所引移民法官决定的部分涉及其对卢旺达迫害的恐惧，而非不利可信性认定。涉及不利

可信性认定的部分引用了respondent主张未被考虑的三份证据中的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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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第212(a)(3)(E)(ii)条规定的种族灭绝禁止条款。“[当]外国人申请免于遣返的救济时，该外国人负有

举证责任，证明其符合所请求的特定救济形式的资格要求。”Matter of Thomas and Thompson, 27 I&N 

Dec. 674, 690 (A.G. 2019)（引述该法第240(c)(4)条）；另见Pereida v. Wilkinson, 141 S. Ct. 754, 760 (2021)（“

该法规定，‘申请免于遣返的救济或保护的外国人负有举证责任，证明’其‘符合适用的资格要求’且

其‘值得行使有利的自由裁量权。’”（第二处修改为原文所有）（引述同上））。“如果证据表明可

能适用一项或多项强制拒绝救济申请的理由，该外国人应当负有以优势证据证明该等理由不适用的举证

责任。”Matter of M-B-C-, 27 I&N Dec. 31, 33 (BIA 2017)（引述8 C.F.R. § 1240.8(d) (2016)）。

该法第212(a)(3)(E)(ii)条规定，任何下令、煽动、协助或以其他方式参与种族灭绝（定义见18 U.S.C. § 

1091(a) (2018)）的外国人均不可入境。第1091(a)条将“种族灭绝”罪定义如下：

基本罪行。——任何人，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具有全部或实质部分摧毁一个民族、族裔、种

族或宗教群体本身的特定意图——

(1) 杀害该群体的成员；

(2) 对该群体的成员造成严重身体伤害；

(3) 通过药物、酷刑或类似手段对该群体成员的精神能力造成永久性损害；

(4) 使该群体处于旨在全部或部分造成该群体肉体毁灭的生活条件；

(5) 实施旨在防止该群体内生育的措施；或

(6) 强行将该群体的儿童转移至另一群体⋯⋯

该不可入境理由不存在豁免，根据该规定不可入境的外国人被禁止寻求（除其他救济和保护形式外）调

整身份、庇护以及该法和《禁止酷刑公约》下的暂缓遣返。见该法第209(a)(2)、(c)、237(a)(1)(H)条（禁

止根据第212(a)(3)(E)(ii)条不可入境的申请人豁免其不可入境性并申请调整身份）；Matter of D-R- I, 25 

I&N Dec. at 463（规定根据该法第237(a)(4)(D)条10可被遣返的外国人被禁止寻求庇护和暂缓

10 第237(a)(4)(D)条规定，如果外国人属于（除其他条款外）该法第212(a)(3)(E)(ii)条所述情形，则该外国

人可被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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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和《禁止酷刑公约》下的遣返）；8 C.F.R. §§ 1208.13(c)(1), 1208.16(d)(2)。

尽管答复人对移民法官赋予有关其在卢旺达行为的某些证据的权重提出质疑，但其不争辩1994年春季在

卢旺达发生的事情构成种族灭绝。因此，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证据是否表明答复人下令、煽动、协助或

以其他方式参与了18 U.S.C. § 1091(a)11所定义的种族灭绝，如果是，答复人是否已提出足够的相反证据

证明其未这样做。我们认定，证据表明答复人下令、煽动、协助或以其他方式参与了杀害图西人，具有

全部或实质部分摧毁图西族人的特定意图，且答复人未能证明并非如此。见该法第212(a)(3)(E)(ii)条；另

见18 U.S.C. § 1091(a)(1)–(4)；Matter of M-B-C-, 27 I&N Dec. at 36–37。

证据表明答复人下令实施种族灭绝。一名接受政府调查人员访谈的个人解释说，他本人从答复人处接受

命令，命令包括应杀害的图西人名单。这与gacaca法庭记录相印证，该等记录同样表明他人指控其为“签

发应死者名单的人”，且答复人被认定犯有“就应死者提供指示”和“监督和控制种族灭绝”之罪。其

他证人称，答复人指挥了在St. Famille教堂及其他地方谋杀图西人的行为。五名个人致函国务院，指控答

复人作为Gisozi区的Interahamwe领导人指挥并参与了对图西人的灭绝。一人写道，答复人“派了一群杀手

到我们家，他们杀害了我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另一人说，他“指示民兵开始杀戮并放火烧房。”此外

，有证据表明答复人下令建立路障网络和许可证制度，以便于识别和杀害图西人。

11 《2004年情报改革与恐怖主义预防法》（“IRTPA”），Pub. L. No. 108-458, § 5501(a)(1), 118 Stat. 3638, 

3740，将该法第212(a)(3)(E)(ii)条的措辞从“从事被定义为种族灭绝的行为”扩展为更宽泛的表述“下令、

煽动、协助或以其他方式参与种族灭绝”。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一更宽泛的范围将

确保种族灭绝条款涵盖更适当的共谋程度范围。”S. Rep. No. 108-209, at 6, 10 (2003)。协助或以其他方式参

与种族灭绝要求“(1) [该]外国人的角色、行为或不作为与[种族灭绝]之间的关联；以及(2) 其明知，即其

事先或同时知悉[种族灭绝]。”Matter of D-R- II, 27 I&N Dec. at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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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还表明答复人煽动种族灭绝。一名接受政府访谈的证人解释说，由于答复人是MRND的领导人，他

主持他们的会议，且在这些会议之后MRND有时会杀害图西人。非洲权利报告表明，在Habyarimana总统

死后不久，答复人向聚集在Ntirushwa家门前的人群讲话，并说：“我不想浪费时间解释我们为什么在这

里。有敌人要去找。你们都装备充分，足以消灭那些希望他们的兄弟inyenzi12席卷全国的人。”

证据还表明答复人协助或以其他方式参与了种族灭绝。正如移民法官所认定的，记录中充斥着此类证据。

调查报告包含证人陈述，宣称答复人是MRND的领导和成员。非洲权利报告还详细描述了答复人参与

MRND及其在种族灭绝期间的活动。此外，gacaca审判记录表明，答复人在种族灭绝期间是MRND成员并

与Interahamwe民兵有关联。他被认定犯有种族灭绝罪；共谋种族灭绝罪；阴谋实施种族灭绝罪；谋杀罪

；灭绝罪；以及组建、加入、领导并参与以伤害他人或其财产为目的和存在的犯罪团伙组织罪，被判处

30年徒刑。

总体而言，我们同意移民法官的意见，即这些书面证据表明答复人下令、煽动、协助或以其他方式参与

了18 U.S.C. § 1091(a)意义上的“种族灭绝”。见Mukeshimana v. Holder, 507 F. App’x 524, 527 (6th Cir. 

2012)（per curiam）（认定某人在gacaca法庭因与卢旺达种族灭绝有关的罪行被缺席定罪并被判处19年监

禁的证据“表明存在强制拒绝”庇护及相关保护形式的理由）；Matter of M-B-C-, 27 I&N Dec. at 36–37。

因此，答复人有责任以优势证据证明该禁止条款不适用。见8 C.F.R. §§ 1208.13(c)(1), 1208.16(d)(2), 

1240.8(d)；Matter of M-B-C-, 27 I&N Dec. at 33。答复人的证据——在相关部分主要由其本人及其证人不可

信的证言组成——不足以证明其未下令、煽动、协助或以其他方式参与该法第212(a)(3)(E)(ii)条意义上的

“种族灭绝”。因此，我们维持移民法官的认定，即

12 字面意思为“蟑螂”，指RPF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图西人。Munyenyezi, 781 F.3d at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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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dent is subject to the genocide bar and ineligible for all forms of relief  

and protection from removal except deferral of removal under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13 See 8 C.F.R. § 1208.17(a) (2020).  

  

3. Discretion  

  

  

Although we need not reach the issue of discretion because the  

respondent is statutorily barred from adjustment of status under section 209  

of the Act in conjunction with a waiver of inadmissibility under sections  

209(c) and 237(a)(1)(H) of the Act, we nonetheless agree with the  

Immigration Judge’s alternative determination that the respondent does not  

merit these forms of relief in the exercise of discretion. Two factors guide  

our consideration. First, the Attorney General has made clear that except  

upon a showing of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we may not grant  

adjustment of status under section 209 in the exercise of discretion to  

individuals who have committed “violent or dangerous” crimes, and,  

“depending on the gravity of the alien’s underlying criminal offense, such a  

showing might still be insufficient.” Matter of Jean, 23 I&N Dec. 373, 383  

(A.G. 2002). Second, “[t]he ultimate consideration when balancing factors  

in the exercise of discretion is to determine whether a grant of relief . . .  

appears to be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Matter of D-A-C-, 27  

I&N Dec. 575, 578 (BIA 2019). Both factors weigh heavily against the  

respondent.  

  

The evidence indicates the respondent was directly involved in killing a  

dozen people and was in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murder of scores of others  

based solely on their ethnicity, with the intent to destroy the ethnic group to  

which they belonged. Genocide is misconduct of the most appalling and  

severe character, and it clearly constitutes a “violent or dangerous” crime.  

See, e.g., Torres-Valdivias v. Lynch, 786 F.3d 1147, 1155 (9th Cir. 2015)  

(stating that this Board’s “ultimate decision that a crime is in fact violent or  

dangerous is a discretionary decision”). Given the tremendous gravity of the  

respondent’s misconduct, he would have to show equities of the highest order  

to merit adjustment of status under section 209 of the Act and a waiv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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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admissibility. Matter of Jean, 23 I&N Dec. at 383.

13 In light of this conclusion, we need not address whether the respondent is also barred 

from relief under section 212(a)(3)(E)(iii)(II) of the Act for having committed, ordered, 

incited, assisted, or otherwise participated in an extra-judicial killing, or whether he fails 

to meet the definition of a refugee under section 101(a)(42)(A) of the Act, 8 U.S.C. 

§ 1101(a)(42)(A) (2018), because he persecuted others. See INS v. Bagamasbad, 429 U.S. 

24, 25 (1976) (per curiam) (“As a general rule courts and agencies are not required to make 

findings on issues the decision of which is unnecessary to the results they r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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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more,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is  

a core national interest. See, e.g., Elie Wiesel Genocide and Atrocities  

Prevention Act of 2018, Pub. L. No. 115-441, 132 Stat. 5586 (2019); Human  

Rights Enforcement Act of 2009, Pub. L. No. 111-122, 123 Stat. 3480;  

Genocide Convention Implementation Act of 1987 (the “Proxmire Act”),  

Pub. L. No. 100-606, 102 Stat. 3045, 3045–46 (1988) (implementing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art.  

2, Dec. 9, 1948, 78 U.N.T.S. 277, 280, by enacting 18 U.S.C. §§ 1091–93  

(1988)). Only in the rarest of cases will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weigh in favor of conferring discretionary relief upon an individual who has  

committed, in the words of the Supreme Court, “acts repugnant to all  

civilized peoples” that “make their perpetrators ‘enem[ies] of all mankind.’”  

Jesner v. Arab Bank, PLC, 138 S. Ct. 1386, 1401–02 (2018) (alteration in  

original) (quoting Sosa v. Alvarez-Machain, 542 U.S. 692, 732 (2004)).  

  

We acknowledge the respondent’s equities, which concern the hardship  

his family may face as a consequence of his removal. But these factors do  

not relate to, recognize, or attempt to mitigate his involvement in the  

Rwandan genocide. They do not approach the standard necessary to  

overcome his past misdeeds or his attempt to conceal them in order to enter  

this country, and in this case a favorable exercise of discretion would not be  

in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therefore agree with the Immigration  

Judge that the respondent’s application for adjustment of status in  

conjunction with a waiver of inadmissibility does not warrant a favorable  

exercise of discretion. See Matter of C-A-S-D-, 27 I&N Dec. 692, 699 (BIA  

2019).  

  

4. Deferral of Removal  

  

  

We also affirm the Immigration Judge’s denial of the respondent’s  

request for deferral of removal under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Based  

on the entirety of the record, we agree that the respondent has not established  

that it is more likely than not that he will be tortured upon return to Rw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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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 has he established that such torture would be “inflicted by or at the  

instigation of or with the consent or acquiescence of a public official or other  

person acting in an official capacity.” 8 C.F.R. § 1208.18(a)(1) (2020).  

“Torture is an extreme form of cruel and inhuman treatment . . . .” 8 C.F.R.  

§ 1208.18(a)(2).  

  

The respondent was not tortured in the past in Rwanda. 8 C.F.R.  

§ 1208.16(c)(3)(i). The respondent testified that he would be imprisoned and  

tortured upon his return to Rwanda in connection with his in absentia  

conviction by the gacaca court. The respondent also fears that he w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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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tured in Rwanda because of his anti-government political activ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eing a highly educated and outspoken Hutu.  

  

The Immigration Judge found that the respondent failed to show that he  

would likely be tortured in Rwanda upon his removal. In coming to this  

conclusion, the Immigration Judge found that the respondent did not  

establish that individuals returning to Rwanda for their trials related to the  

1994 genocide are generally subject to torture, and the record does not  

suggest that the respondent’s case would likely be any different. Dr. Clark  

testified that defendants in gacaca trials who are convicted in absentia and  

later return have their verdicts annulled upon arrival and are entitled to an  

entirely new trial. He further testified that such individuals are detained at  

Mpanga in a new, purpose-built, state-of-the-art prison, which is not  

overcrowded and which is regularly inspected by NGOs. The Immigration  

Judge found Dr. Clark’s testimony credible, and this finding is not clearly  

erroneous.  

  

In sum, we discern no clear error in the Immigration Judge’s factual  

findings concerning the respondent’s eligibility for deferral of removal under  

8 C.F.R. § 1208.17(a). See Matter of Z-Z-O-, 26 I&N Dec. 586, 590  

(BIA 2015) (reviewing an Immigration Judge’s predictive findings for clear  

error). The respondent has not submitted sufficient objective evidence to  

support his speculative fear of torture by the Rwandan Government. See  

Matter of J-F-F-, 23 I&N Dec. 912, 917–18 (A.G. 2006) (holding that  

a torture claim cannot be established by stringing together a series of  

suppositions). Additionally, although we recognize Rwanda suffers from  

instability and violence, this is insufficient to satisfy the standard for  

eligibility under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8 C.F.R. §§ 1208.16(c)(2),  

1208.18(a)(1); see also Matter of G-K-, 26 I&N Dec. 88, 98 (BIA 2013)  

(holding that generalized evidence of government corruption or  

ineffectiveness is insufficient to show that a government would acquiesce in  

or turn a blind eye to torture). We therefore affirm the Immigration Judge’s  

denial of deferral of removal under 8 C.F.R. § 1208.17(a). Accordingly, the  

respondent’s appeal is dismi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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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The respondent’s appeal is dismissed.

350


